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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化的深入使得跨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日益频

繁，城市之间的联系较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紧密。为了在

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生存并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整合资源，

城市之间通过城市群、网络城市、同城发展等形式尝试

着不同层级、不同目标的跨边界合作与规划实践 [1]。在

逐步融入全球资本体系的过程中，城市群也不可避免地

成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基本空间载体和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重要行动者 [2-3]。

边界地区（或称地理邻界空间），理应是促进城市群

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与关键 [4-5]。然而在我国，边界

地区不但没有成为促进城市群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重要

空间驱动力，反而成为其限制因素，在快速的城镇化和

城市扩张过程中成为城乡景观混杂、城市发展最为混乱

的地段 [6-7]，同时也是规划与现实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区

域 [8-10]。造成这一问题的关键原因是跨边界发展的蓬勃

需求、变化的跨边界地理空间对象以及新生的空间议题，

与中国传统以行政单位为主体的空间管制方式（包括行

政区划调整、区域规划等）的错配 [11-12]。

在欧洲，欧盟的范围扩张使得地区间不平衡日益显

著，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又重构了欧盟的规划权力结构。

为了实现共同的可持续目标并提升全球竞争力，在欧盟

（超国家）层级、次国家或区域层级以及地方层级的共

同努力下，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越来越紧密，跨边

界区域协作与规划实践越来越频繁 [13]，边境地区逐渐从

“边缘地带”转变为经济交流与协作的前沿 [14]。可以说，

欧盟跨边界区域融合发展实践在超国家和地方等多尺度

上积累了丰富经验 [15]。

虽然欧盟的尺度、规模、行政架构等都与中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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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差异，但其跨边界区域的空间柔性重构实践与治理经

验仍对我国破解跨边界区域规划与治理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因此，本文将介绍柔性空间概念，剖析柔性空间在欧

盟（超国家）层级与地方层级的实践，总结柔性空间与柔性

治理的应用优势与特征，并为我国具体的跨边界区域融合发

展困境提供机制创新建议。

1  柔性空间 ：理解欧洲空间发展与跨边界区域合作
的重要视角

1.1  从区域（空间）规划到新区域主义
20 世纪初，社会学家麦肯齐（McKenzi）提出大都市社

区和城乡均衡、分散发展的理念 [16]，初步建立起区域空间的

概念。20 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区域空间结构

与经济发展的相互联系，并从权力结构、社会动力机制和区

域管制模式等视角探讨区域经济发展 [17] ；1980 年代，欧洲

首次将“抽象的区域（功能）空间概念”与“具体的规划行

动”相结合①。

区域（空间）规划作为统筹区域协同发展和回应跨边界

空间合作等议题的重要工具，主要依靠传统力量维持区域秩

序，即法定的主体针对明确的区域范围制定的空间策略。它

一方面落实中央政府（国家政府）的空间战略与政策，另一

方面在稳定的政策支持下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18]。欧洲各国积

累了大量区域（空间）规划的经验，也经历了向战略化与协

商化的转变过程。时至今日，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等仍在

积极运用区域规划工具。原因之一，这些国家地方政府治理

能力低下，必须依赖区域层级政府的专业团队和治理能力引

导城乡平衡发展并控制景观的碎片化；原因之二，东欧国家

普遍经济欠发达，惯于利用区域规划统筹地方资源以申请欧

盟的结构基金 [15]。反观西欧国家，它们发现区域规划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首先，作为一个特定的规划层级，区域规划实

际上增加了规划体系的繁冗程度；其次，区域规划在面对众

多利益主体时容易忽视弱小的利益主体（如地方政府）的诉

求，而地方政府失去协作的动力常导致区域规划的实施效果

不理想 [18]。基于上述原因，英国布莱尔时代建立的区域协调

工具——“区域开发机构”和“区域空间战略”，在联合政

府上台（2011 年）后被废止 [19]。

伴随着全球化影响的日益扩大，新区域主义通过加深对

区域空间的认知以及提高对区域问题的解决能力，逐渐取代

了区域规划 [15]。在认知方面，新的区域空间不再局限于自然

地理特质的空间概念，而主要指向关系空间、过程空间或政

策空间。在解决区域问题的能力方面，新区域主义既要提升

区域经济发展与竞争力，也要平衡如社会公平、环境友好、

文化融合等多价值目标。其跳出单一政府行政管理的桎梏，

关注并探索如何使不同层级政府甚至各种非政府利益群体

（工会、学校和各类经济组织等）广泛参与决策，从而形成

了多层级治理（multi-level governance）理论 [20]。然而，该理

论过于关注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与互动以及解释区域协作过

程，缺少对具体协商工具和以问题为导向的解题方法的研究，

还不足以成为指引跨边界区域融合发展的理论工具 [21]。

1.2  柔性空间 / 治理概念辨析与方法论
柔性空间（soft space）理论作为多层级治理理论在区域

融合领域的延伸，在 2010 年后兴起并逐渐成为解释和指导

欧盟区域协同发展与规划实践的主要理论。英国学者奥尔门

丁格和霍顿（Allmendinger & Haughton）[22]、瑞士学者马杰

蒂（Maggetti）[23] 经过一系列实证研究，将基于特定议题形

成的非制度化和非正式的功能空间定义为“柔性空间”。这

类空间往往独立于正式的行政机构所对应的管辖边界，在新

的空间挑战（如环境威胁、经济压力）或新的发展机遇（来

自欧盟或国家的扶持资金）与传统行政管理层级出现错配的

情境下出现。

新的空间类型势必催生新的治理架构和空间规划行动。

柔性治理（soft governance，也可称为“柔性规划”）正是这

类新空间的干预工具与治理安排的总称，指来自不同层级的

公共与私营参与者，通过相对包容和非正式的过程结成网

络与合作关系并实现协同发展目标。它往往是在两个或更

多的规制发生冲突、矛盾或竞争时才发挥功效的一系列“柔

性法规”，比如没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从社会政策中发展

起来的建议、指引和决策程序 [24]，而推动治理进程的关键“人

物”通常是那些在正式体制内无话语权的半公共机构 [25]。

不同于新区域主义习惯于要求弱势主体去迁就强势主体

进行体制改革以适应协作，柔性治理倡导各级政府在维持主

体不变、规划框架不改的前提下，通过治理模式的变革提升

跨边界协同发展效率，即在正式体系之外寻求合作的弹性思

路；而且，其在实施过程中也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虽然柔性

治理在各方面都与法定规划体系框架中的规划有所不同，但

它们之间将形成互为补充，而非竞争或替代的关系（表 1）。
然而，柔性空间并未形成方法论与完整分析框架。受到

制度设置、认知框架以及参与者文化基因的制约，其在各

国的表现形态（尤其是其与正式的行政、规划制度之间的

①  法国地理学家布吕内（Roger Brunet）于 1989 年提出“蓝香蕉”概念，并建议法国政府以巴黎—里昂—马赛为轴线投资基础设施，指导法国高
度城镇化地区的发展与选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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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套关系）大相径庭。过去 10 年，有关柔性空间、柔性治

理的研究绝大多数是基于具体案例展开的定性分析和案例

间的比较分析。其中，公众咨询过程、开放的协商合作模式、

参与者的政治互动，尤其是具体的柔性工具等议题成为研

究的关注点。

2  （超国家尺度的）欧盟为“柔性”重构提供的制
度支撑

2.1  欧盟各国空间规划事权的尺度转移
随着欧盟阵容的扩大，各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带来

了空间不平衡发展，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大于相互合作也严重

影响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行政边界的壁垒被认为是阻碍欧

洲一体化或者平衡发展的主要障碍 [27]。21 世纪的头 10 年，

《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 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和《欧盟领土议程》（TAEU: Territorial Agenda of 

the European Union）的相继出台引入了空间规划概念，并建

立起欧盟范围内的空间规划体系。空间规划对欧盟成员国的

空间发展、规划体系的变革，尤其是规划权力结构产生了深

刻的影响，规划事权的尺度转移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各国

中央政府一方面让渡空间规划（干预）的权力，即分别向上

转移到欧盟及其代表机构（超越国家）层级，向下转移到区

域或地方政府层级；而另一方面，它们继续保持甚至巩固对

关键政策领域（如水资源环境、危机管理、沿海区域管理）

的控制与监督 [15]。中央政府权力的消减，迫使传统的跨边界

管理工具——区域规划在西欧逐渐失效，新握权的不同层级

政府在应对外在的区域空间发展需求时，开始寻求适配的规

划工具和治理逻辑。

2.2  欧盟为“柔性”重构提供的政策支持
空间规划的引入使得欧盟作为超国家尺度拥有了空间规

划的权力，然而其并没有建立一个与该层级匹配的行政实体

来掌事整个欧盟的空间发展与相关事务。欧盟委员会是处理

空间规划与相关议题的重要部门，在促进跨边界合作领域方

面主要通过四种工具来改善欧洲的差异化格局，以及推进欧

洲的一体化发展，其中后三种均为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制度工

具，亦可称之为柔性工具（图 1）。
（1）正式的法规与部门指引。基于严格的部门划分和层

次分明的管理逻辑，在特定部门或领域向各国施压，进行对

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流域等有重大环境影响议题的干预，比

如《欧洲水框架》（European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和

《人居指引》（Habitats Directive）。

（2）战略导向的非法定规划与政策。典型代表是《欧洲

空间发展展望》（1999 年）及其进阶版本《欧盟领土议程》

（2007 年）——直接塑造空间规划概念，也是影响欧洲各

国空间发展和规划体系最为深刻的规划文件。由于缺乏法定

执行力，往往只能通过“促进协调”和“讨价还价”的形式

在各国推行和渗透。

（3）货币激励制度。《欧洲空间发展展望》通过与各种

货币激励制度和补贴的配套使用，提升其在各国的接受和

实施程度（影响力）。作为典型的货币激励制度，区域合作

基金（Interreg）和欧洲跨边界机制（ECBM: European Cross 

Border Mechanism）为欧盟各个层级的跨边界合作发展发挥

了支撑作用。Interreg 是专门为跨境合作区持续提供资金，

并与地方政府、机构一起对跨境合作区的事务进行监督与管

理的一项机制①，在选择资助项目时倾向于地方机构无法独

立应对的议题，比如跨城际的交通基础设施、区域绿地管理、

洪水管理、流域管理、生态网络与能源网络建构等。虽然

资助项目划分为地方（Level A）、跨国界（Level B）和跨境表 1  柔性治理与基于行政体系的硬规划的区别

比较

要素
基于行政 /法律体系的规划 柔性治理

制度框

架与主

体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各国部委机构（council of ministers）；

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

委员会（committees）；

论坛（forums）；

协作网络（networks）

工具

公约（treaties）；

指引（directives）；

法规（regulations）

非法定规则（non-binding 

rules）；

建议（recommendations）；

指引（guidelines）

过程

共同决策（joint-decision mode）；

讨价还价的互动（bargaining style of 

interaction）

细节交由个体成员；

协作（coordination）；

咨询（consultation）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6]绘制
图 1  欧盟尺度柔性规划工具及其对成员国的约束力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文献 [15]整理绘制

①  Interreg 受欧洲区域发展基金（ERDF）、结构基金（structure fund）和融合基金（EU Cohesion Policy）的资助。自 1990 年初设置至今已逾 30 年，
投入的资金总额比设置之初上涨 10 倍，受益国家从 11 个增至 28 个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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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C）三个层次，但经过多年实践，其资金投放的重点

已回到地方层次的跨边界合作 [29]。ECBM 是《欧盟凝聚力政

策 2021—2027》（European Cohesion Policy）的一部份，也是

欧盟最新的跨边界合作政策。该机制允许一个成员国就一具

体的边界案例，借用邻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这为欧盟成员国

之间合作模式的改变提供了弹性空间 [30]。

（4）领土相关的知识通道。为了促进政策扩散与经验

交流，欧盟在 2003 年支出 50 亿欧元创建了两个旨在为成员

国交换治理经验和提供信息的平台——欧洲空间规划观测网

络（ESPON: European Spatial Planning Observation Network）

和区域合作基金动态、合作与成果转化平台（INTERACT: 

Interreg-Animation, Coordination, Transfer）[31]。

3  地方层级的跨边界区域柔性治理实践

欧盟空间规划话语影响下的各国规划体系的演变表现

出中央政府在广泛议题上对区域层级主体以及地方政府的放

权，且各层级政府越来越频繁地运用柔性空间工具来提升自

身的全球竞争力与空间活力。本节将分别介绍荷兰绿心南翼

地区（South-wing of Green Heart）和法国西隆洛林河谷地区

（Sillon Lorrain Valley）的柔性治理经验。原因之一是这两国

的跨边界区域融合发展实践在 2015 年前后非常活跃；原因

之二是这两个国家的规划体系类型差异较大，它们的跨边界

区域发展与柔性治理经验代表本国的规划传统，体现了不同

的范式。荷兰是典型的全面整合类型的规划体系，擅长运用

战略规划和整合工具促进跨边界合作实践；而法国是区域经

济类型的规划体系，跨边界发展与柔性治理被用作自上而下

的规划体系变革的实验场 [15]。因此，这两个案例也分别代表

了柔性治理与本国正式规划体系互动关系的两种类型，即柔

性空间的发展去向。

3.1  荷兰绿心南翼地区
作为国家层面的空间意象，绿心无疑在建立共识和确

定规划优先事项等方面有突出贡献，也享誉全球。但在实践

层面，对绿心进行空间管理屡遇瓶颈。1990 年代，中央政

府试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绿心的管控。比如：《国家重

点规划决定》（planologische kernbeslissing，1995）通过划定

红线（red contour）与绿线（green contour）①等规则明确绿

心边界并进行管理 [33] ； 绿心范围内的省、市基于《联合条

款法》（WGR: wet gemeenschappelijke regelingen）建立 Regio 

Randstad、WGR-plus regions 等平台管理绿心事务。然而，这

一系列的刚性化操作都以失败告终——红线与绿线并未能在

绿心周边地区和城市普及②；随着四个主要城市（海牙、鹿

特丹、阿姆斯特丹、乌得勒支）的退出③，Regio Randstad

和 WGR-plus regions 平台分别于 2008 年和 2015 年解散 [34]。

自 21 世纪初，荷兰开始在省级（次区域）和地方层级围绕

绿心开展跨边界柔性空间的治理实践。

（1）以城际轨道区域设计为触媒的南翼跨界空间整合。

Regio Randstad 和 WGR-plus regions 两平台解散后，绿心被分

为南、北两翼管理。南翼行政平台（BPZ: Bestuurlijk Platform 

Zuidvleugel）作为主导南翼空间发展的机构，纳入多层级行

政主体：南荷兰省、鹿特丹与海牙都市区、区域合作机构等，

但其并非新的行政层级，也不具备规划合法性 [35]。2005 年，

BPZ 从南荷兰省获得 180 万欧元资助，之后将之作为启动资

金，联合南翼工作室（Atelier Zuidvleugel）与荷兰铁路管理

局（NS: Nederlandse Spoorwegen），通过区域设计（regional 

plan）促成了南荷兰省的城际轨道（Stedenbaan）及其周边

地区的城市更新与住宅建设规划。除此之外，BPZ 还关注邻

里衰退、城市空间的可达性与舒适性、蓝绿景观等空间规划

议题。

Stedenbaan 项目经历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该项目

仅仅被视为一个交通项目，即通过增设城际铁路及站点以提

升空间的可达性和市政服务。南翼工作室受 BPZ 的委托，起

草第一轮区域设计，明确 Stedenbaan 的站点设置和空间意象

的建构，并确定站点周围住宅与商业的开发强度。意象的建

构促使 BPZ 与 NS 达成了共同开发协议④，但是过于具体的

开发强度引来了各地方政府的反对及其相互之间的矛盾 [36]。

为此，南翼工作室启动了第二轮区域设计并改变了设计

方法——基于步行、骑行可达性划定各站点周边更新区域范

围，绘制了 42 份明信片地图（Nieuwe Kaart van Nederland）

并发送给 22 个地方当局，邀请它们共同参与片区更新设计

以及后续的讨论。这种互动设计的方法很快缓和了地方政府

之间的矛盾，并于一年后形成了 Stedenbaan 项目周边更新地

区的土地利用规划 [37]。这一过程快速促成共识，并增加了相

关参与主体（如南荷兰省）的信心，还建构了与空间匹配的

机构组织能力。总之，Stedenbaan 项目经过两轮区域设计，

逐渐从交通共建项目升级为区域范围内以交通为导向的城市

① 红线用于划定城市及其发展区，绿线用于界定要保护的特殊生态和景观地段以及重要绿地。

② 南荷兰省并没有像乌得勒支省一样划定管控红线或者绿线。

③ 四大城市率先退出 Regio Randstad，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认为被绑定在 Regio Randstad 上参与如此多利益主体之间的协调，行政成本过高。

④ 若 BPZ 承诺至 2020 年在站点周边开发超过 4 万套新建住宅和 120 万 m2 的办公空间，NS 就将至少一条线路的服务频次从 4 班 / 小时提升为 6
班 /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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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更新计划，构成了一个有明确参与主体、相应机构责任

的柔性空间。

（2）鹿特丹—海牙大都市区网络对 Stedenbaan 项目的

落实。BPZ 作为纳入了多层级行政主体的非政府主体，缺乏

相应的规划事权与工具，在实施次区域的共同目标时仅能依

靠共同政策及其申请到的政府资助，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

Stedenbaan 项目的实施只能依赖于地方政府的实践。荷兰的

地方政府具有跨边界协作与柔性治理的传统：针对特定的

空间任务或议题，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多个柔性空间合作

议程 [35] ；并且在欧盟空间规划的影响下，荷兰的地方政府逐

渐掌握了比区域主体更多的空间规划权力，涉及道路、公共

交通、住房、环境治理、教育、卫生等 [34]。

在地方层级，以鹿特丹和海牙为首的 24 个城市组成了

一个集战略、政策和合法制度框架的大都市区网络（MRDH: 

Metropoolregio Rotterdam Den Haag）。这一合作网络关注具体

项目的实施，而非空间目标 / 意象的建构。相对聚焦的合作

内容和边界使其在合作事务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2008年，
海牙和鹿特丹将其“区域结构规划”（如 Haaglanden 2020）
整合，正式开始了以项目为基础的非正式合作：2010 年，地

处两市边境的鹿特丹机场更名为鹿特丹—海牙机场；2012 年，

Stedenbaan 在 MRDH 建成并运营，串联了鹿特丹、海牙地铁

系统以及祖特尔梅尔等一系列小城镇的快速公共交通。

之后，MRDH 的柔性治理逐渐由项目合作进化为制度建

设。2011年，MRDH的成员城市便达成了责权边界清晰的“三

层次合作模式”：（1）在交通与绿色空间建设领域，它们共同

决策并共享资金、共担责任；（2）在住宅、办公与零售业空间、

企业区建设领域，它们共同决策但不共享资金；（3）在科研

机构合作和知识共享方面，采取鼓励但自愿合作的方式 [1]。

MRDH 实际上是一个主体层级扁平、结构简单的柔性

治理网络。在柔性合作网络形成过程中，各地方政府拥有明

确且强大的规划事权，具有规划合法性；并且这种柔性治理

无需形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层级，因而各个地方政府无需在合

作中让渡权力。这使得各主体在合作事务上节约了谈判成本，

易于聚焦目标，推进实质项目，并有效将合作网络从项目合

作与互动升级为制度建设 [38]。

3.2  法国西隆洛林河谷地区
法国西隆洛林河谷（下称“河谷地区”）地处法国东

北边境，与卢森堡、比利时、德国毗邻，包含默塞尔河
图 2  河谷地区的范围与成员城市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①  法国的行政制度古老，拥有规划事权的最小行政单位“市镇”沿袭了古老的教区分割，规模极小。截至 2021 年，全法共有约 3.5 万个市镇，

平均面积约 14.88 km2，超过 53% 的市镇人口不足 500 人，超过 72% 的市镇人口少于 1 000 人 [24]。极小的规模局限了其行政能力，不利于资源

聚集，且限制其区域和全球的竞争力。为了克服这种分散和规模欠缺的现象，法国进行了一系列行政与规划体系的改革，以鼓励跨边界合作。

（Moselle）沿岸的四个城市——蒂永维尔（Thionville）、梅

斯（Metz）、 南锡（Nancy）和埃皮纳勒（Epinal）。北部城

市蒂永维尔和梅斯受德国影响更多，界内有 1/5（3 万）的

居民在德国或卢森堡就业；而南部的中等城市南锡和法国

典型的山区城市埃皮纳勒具有典型的法国文化与规划传统

（图 2）。
河谷地区的南北城市具有地理临界性，但其无论文化、

经济（功能）发展还是规划传统都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具

有对抗性。河谷地区的形成并非缘于功能整合目的或应对特

殊议题的对策，而是法国中央政府的国土规划与地区发展委

员会（DATAR: Délégation à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t à 

l’Action Régionale）决策的产物 [1]，因此河谷地区的融合发

展会随着中央扶持基金的变化而浮动。

（1）洛林大都市核心区成立（自上而下的意志）。法国

因为基层行政单位（后称市镇，communes）的规模普遍过

小①，所以素来有跨市镇合作的传统。作为连接北海与地中

海的欧洲走廊，河谷地区早在 1968 年就被整合为一个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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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市镇联合体即在各市镇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联合体，统一管理其成员市镇的税收、预算与法律权限。这意味着地方市镇必须让渡一些权力给这个

新的行政层级。市镇联合体一般分为三个层级：城市联合体（CU）、聚集区联合体（CA）和村镇联合体（CC）。层级越高，参与的市镇需要

让渡的权力越多。因此法国大多数市镇倾向于降级加入低层级联合体，比如能够加入城市联合体的市镇，为了保留自治权而仅仅申请加入聚集

区联合体。另外，市镇联合体规模仍然不大，在遇到不断扩大的城市功能地区及其相应的困境时，尺度的鸿沟又逐渐凸显。

② 由中央政府于 1995 年引入，旨在联合城市和农村地区以及城市群。该平台既不是一个法律实体，也没有共同预算。它通过中央政府的大量拨
款招募项目，解决如地区影响、地方性特征塑造等法定规划体系之外（更容易达成共识且阻力更小）的议题。21 世纪初，该平台的影响力巨大，
已覆盖法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与乡村。

市核心区（Métropole Lorraine），并建立了大都市区规划办

公室（一个新的、独立的行政层级）。中央政府认为，整合

南锡和梅斯及其周边地区是提升该地区曝光率和竞争力的重

要路径。

大都市区规划办公室被要求在三年内完成都市区发展计

划（Whitebook of Métropole Lorraine, 1968），其中功能整合

是主要的发展目标：南锡承担文化与科学职能；梅斯承担行

政职能。但现实情况是梅斯和南锡继续各自为政，各自建了

许多大学和医院。

（2）梅斯与南锡两个城市自主合作（1995—2010 年）。

河谷地区的实质性合作开始于 1990 年代中期。在这一时期，

法国探索通过各种制度革新、政策与资金扶持工具来鼓励跨

边界的合作。最为著名的制度创新包括合作网络（Réseax de 

Viles）、市镇联合体（EPCI）① [39]、“新领域计划”（Projet de 

Territoire）及与之配套的“the Pays”资金平台②、国家—大

区规划协议（CPER: Contrat de Plan Etat-Régions）等 [15,39]。

出于争取国家资金扶持与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目的，河谷

地区的成员城市开始在多领域开展项目共建与合作。1990 年

代中期，梅斯和南锡首度联合参加房地产博览会，目的是通

过“增加体量”来吸引大的投资商。1998 年，这两个主要

城市又邀约蒂永维尔与埃皮纳勒，尝试在旅游领域进行资源

整合，并以此项目获得了 CPER 的资助。该项目在 2012 年

发布了联合博物馆卡（Pass Musee）以引导区域旅游项目的

发展。这一时期的合作以项目为依托开展，且参与主体多局

限在地方政府的公共部门 [1]。

（3）半公共机构参与的合作网络（2010 年至今）。自

2010 年起，河谷地区开始探索制度上的创新。由多个市镇

联合体组成的“大都会区极点”（Metropolitan Poles）于 2012
年成立。该机构并非一个新的行政层级，没有正式行政权力，

也不改变现有的规划权力结构。其设立“大都会会议制度”

（Conférence métropolitaine），并纳入更多的群体参与议事，

其中包括各种商会，手工业协会，旅游业、零售业等不同经

济部门的联合会，头部公司，以及医院、卫生部门、大学、

文化界的代表。作为一个新的决策团体，“大都会区极点”

开始与正式的行政体系架构并行。这一方面打破了僵化的行

政架构，拓展了能解决问题的范围；另一方面致力于将河谷

地区的社会、经济参与主体与地方当局聚集在一起。

正因为有了如医院、大学等半公共机构代表的加入，地

域协调发展纲要（SCOT: Schéma de cohérence territoriale）

中无法协调的领域（经济发展、创新、研究、高等教育、文

化、空间规划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和服务）得以突破 [40]。比

如：法国高铁（TGV）在河谷地区设立了新的站点（Gare 

Lorraine）（图 3）；梅斯和南锡的医院合并；河谷地区的

11 所高等教育机构被整合为洛林大学 [26]。另外，大都会

区极点也成为河谷地区撬动国家政策扶持与资金的有利杠

杆——在过去的 10 年中，它代表河谷地区成功申请到 the 

Pays 平台基金、不少于 7 000 万欧元的 CPER 基金以及欧盟

结构基金 [41]。

经过 20 年的实质性合作，河谷地区人口从 63.3 万人发

展为 120 万。合作最初虽然是缘于中央政府的强行推动，但

地方政府（的重要官员）、半公共机构（大学、医院、铁路

公司等）的参与及其与中央资金 / 政策的互动，才是推动合

作实质进展的关键动力。只可惜，私营组织和社会公众在河

谷地区的合作中始终缺位 [1]。

4  柔性空间与治理的特征

柔性空间是一种新的空间治理工具，其在不同规划体系

背景与不同的目标驱动下，展现出一些共同的特征。

4.1  柔性空间实践有赖多层级主体协力促成
无论是荷兰绿心南翼的空间意象还是法国以政治驱动的

河谷地区发展，高层级政府的介入，包括资金上的投入、政

策的推动，都有助于柔性空间概念与话语框架的建立，但是

在项目实践与行动层面，由国家或者区域层级主导的柔性空

间发展显然是低效的。绿心南翼的经验表明，地方主导的柔

性治理实践会更加有效，因为地方层级的参与主体简单、结

构清晰、目标明确、谈判成本低，规划合法性得到了保证。

此外，两个案例中的柔性重构实践都未建立新的规划层次，

即在不影响原来事权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充分激发地方治理主

体的积极性。

然而，地方层级主导的柔性空间发展亦离不开区域、国

家甚至欧盟层级主体的支持。各种柔性空间发展案例的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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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之一便是以此为平台争取高层级的项目资助。河谷地

区后期的制度能力构建阶段，都以申请 the Pays 平台基金和

CPER 的专项扶持资金为重要目标；东欧（等经济发展较落

后的）国家的柔性空间实践大部分都是为了匹配欧盟的结构

基金或者 Interreg 项目库而发展的。总之柔性空间的产生与

发展是不同层级参与主体互动的过程，不存在二元（自上而

下或自下而上）区分。在资源优良、职能互补的地区，地方

不同层级政府根据实际目标和需求更容易形成合作，并结合

上层政策激励（诱饵）的拉力，促成具有创造性的项目组合

和发展模式。

4.2  柔性治理可有效填充正式规划体系的缺位
柔性治理所关注的议题比较灵活，依据不同的地域文化

特点、发展需求和现实问题而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治理

所关注的绝大多数议题是正式的空间规划体系范畴内未行使

权力的领域、无法实现的议题或忽视的议题，如公共住房和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和区域可达性政策，通

过提升卫生与医疗条件以增强就业和创造吸引力，旅游与文

化方面的创新行动等。换言之，柔性治理涉及的议题只作为

“补丁”填补正式规划体系的空白，而无意与其竞争或取而

代之。

柔性空间实践在不同规划体系背景下展现出了不同特

征，对于各国正式的规划体系产生的作用与意义也大相径庭。

绿心南翼地区从国家到区域再到地方层级的柔性治理实践只

包含非正式的和自愿的合作，它们只完成和承担额外的空间

任务和责任，并不影响正式的规划层级或公共机构。法国的

柔性空间实践缘于自上而下的推动，政治目的明确，而河谷

地区的主要行动者是在地方层级。与市镇联合体相比，河谷

地区的柔性治理经验提供了一种更能激发市镇积极性的合作

模式（因其不收缩市镇的规划事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其成功经验将极有可能被应用于法国现有规划制度与行政结

构的改革 [1]。

4.3  半公共机构是推动柔性空间实践的重要主体
柔性空间实践的落实依赖于地方层面的合作项目与具

体行动，当然也倚靠地方政府及其规划部门的事权匹配。但

众多实践案例表明，半公共主体（如大学、医院、高等职业

学院）和大型企业（如大型交通运输公司）的引领才是推动

柔性空间实践的最重要主体。比如：河谷地区的第一批合作

项目便是梅斯与南锡医院的合并，以及当地 11 所高等教育

机构的整合；串联鹿特丹、海牙、祖特尔梅尔以及一系列

小城镇的城际轨道项目（Stedenbaan）是由国有交通运输公

司 HTM 与 RET 共同推动实施的。半公共机构在法定规划体

系或者地方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往往没有发言权，但又掌管着

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议题。在柔性治理这种灵活的、非正式

的框架下，这类参与主体极易找到发声的渠道并能发挥较大 

的作用。

然而，柔性空间实践的民主合法性问题一直饱受诟病。

无论是绿心南翼地区还是河谷地区的柔性空间实践，公民社

会一直是“失语”的，公众参与也几乎处于缺失或者走过场

的状态。这可能是公众对于宏观的跨边界发展议题本身不敏

感，但更有可能是柔性治理过程由于未受到正式规划体系的

约束，而轻易规避了民主结构和民主参与程序 [1]。这种公共

政策外包的状态，很容易导致高层级建构的柔性空间意向所

包含的均衡发展、社会正义等目标在向地方的实施层面转化

过程中流失。

4.4  区域设计是推进跨边界区域融合发展的有效空间管

制工具
荷兰绿心南翼地区的案例表明，区域设计是推进跨边界

区域柔性治理、将空间规划落地的有效工具。有别于传统的

区域规划常用保护性或禁止性监管方式实现区域发展目标，

区域设计善于运用建构性的方式积极实现未来愿景。另外，

区域设计并不是仅做物理干预，而是通过公共与私人机构的

合作与互动，更早协定不同规模、不同领域的规划问题，以

避免实施阶段的冲突，并建构机构与组织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

Stedenbaan 项目所建构的显然不仅仅是一个南翼多城市

联合的空间意象。虽然设计单位在第一轮区域设计阶段过于

关注现状分析并导向明确的空间设计结果，而过于明确的空

间意象与开发强度背后所隐含的利益分配极易引发参与合作

的主体（地方政府）的反对，从而无法推进项目实施，但是

其在第二轮的区域设计中强调参与主体互动，以明信片作为

载体激发参与者主动划定了开发范围、功能区域以及开发强

度。总之，在区域设计过程中，参与主体可通过设计互动协

调利益，并建构与项目匹配的机构与组织能力。

5  柔性空间实践对我国跨边界区域发展的启示 

我国已积累了一定的城市群发展或跨边界合作的经验，

比如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规

划编制工作与发展实践，广佛同城发展、深汕特别合作区和

广清特别合作区的建设，以及珠三角地区区域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设等系列工程项目。其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区划及空

间管理权限的调整”“基于行政单位主体的区域规划”以及

两者相结合的“经济合作区项目”是支配中国跨边界区域协

同发展的三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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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将关于“坚守城市开发边界，

慎重撤县设区”的说法改为“严控撤县设区”，意味着通过

调整行政区划实现所谓区域协同发展的做法将因为极高的行

政和制度成本而成为过去 [2]。另外，区域规划也存在一定的

局限性：其一，其编制核心内容相对固定（比如城镇体系规

划必须回应城乡居民点规模性质、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等），

且仍将物质空间利用和空间协调视为核心议题，应对新的需

求、问题或未明确事项时的应变性和适应性较差；其二，基

层政府的发展意愿或者地方利益主体的诉求无法通过区域规

划体现，致使参与合作的积极性不高，而地方发展动力的匮

乏会导致协同发展规划 / 目标的实施效果欠佳 [4]。上海和广

州等超大城市的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合作实践中积累了除区域

规划以外的许多创新经验，但其成效仍局限于经济合作、区

域交通基础设施等领域 [42]。总之，跨边界发展的蓬勃需求与

以行政单位为主体的传统规划类型出现了一定的错位。

柔性治理被证明是在不破坏原有规划体系和行政结构的

基础上引导跨边界区域融合发展的最适合理论 [15]。它基于

政策主题明确行动重点，有效组织碎片化的机构，具有高灵

活、低成本等优势，为我国跨边界区域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

的思路。

那么我国可以在哪些方面借鉴柔性治理理论与方法呢？

笔者有以下思考。（1）欧盟与中国整体尺度近似，但欧盟的

空间治理尺度与中国有差别：前者很多需要通过跨行政单位

合作解决的事项，后者在市县级别就能解决。然而柔性治理

的落地多以具体的项目推动，直接下沉到基层政府仍会面临

规划权力缺位、行政级别错位等挑战。例如在广佛同城发展

推进的过程中，广州的区级政府和佛山的镇级政府作为基层

政府就暴露出因为规划事权不对等、关注议题在尺度上的差

距而阻碍规划实施过程的窘境。参考柔性治理理念，区与街

道层级的基层政府若被赋予跨边界区域项目的立项与管理

权，或能与市县政府较强的统筹能力配合，将有效推进我国

跨边界区域的合作。除了行政主体之间的交流，还需要强调

职能部门（如环境部门、交通部门、教育部门）与半公共机

构（如地铁公司、高校）有充分的沟通和对接机会，具体落

实跨边界的事务性协调与合作。

（2）与欧盟是国家联盟组织不同，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单

一政体，具有较强的执行力和资源调度能力，积累了诸多通

过明确的行政主体落实中央或省的政策和战略的成功经验，

比如建设区域合作项目（如深汕合作区、广清合作区），彰

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然而建立开发区、合作区需要耗费大

量的行政资源，这与柔性治理在处理短期 / 棘手议题时采取

的高效率、低成本、临时性的手段相比，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柔性治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补丁式”的合作思路，比如通

过省级或市级资金平台激励基层治理机构的合作意向，挖掘

合作潜能，通过互动的区域设计过程快速建构组织能力等。

（3）我国目前的区域空间规划主要通过文本和图纸表达

区域空间目标和区域尺度上大型项目的集合，缺少以设计解

决复杂区域网络问题的探索。荷兰的区域设计关注区域战略

的空间特征和空间结构的内在联系，通过塑造城市聚落的规

模、功能、位置和相互关系，以及聚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

指导区域的人居环境建设。它以具有想象力和前瞻性的方式，

激发超越地方层次的区域空间结构设计思考，促进区域内跨

边界和跨部门的协商与共识，甚至影响区域治理机构的设计

和治理流程，或可成为未来辅助区域治理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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